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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使得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更加依赖于科技创新。如何评价一国发展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努力程度，这催生了从能力、知识生产力、竞争力等多元视角对国家创新的解读。为了更好考察创新要素和环境形成，引入创新生态理论，借鉴其关于创新主体、要素与其外部环境共生演化的论述，提出一个自组织的国家创新生态理解框架：通过系统服务提供和驱动力变化的相互作用，最终实现创新生态成熟的系统目标；将这一目标进行分解，从环境、机构、资源、人才和市场等要素性条件的演化互动入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在具体指标中更注重描述创新的生长性以及对产业、社会生态的改造升级。评价理论和体系的形成有助于对各国创新生态成熟度进行测度，比较优势与不足，为战略性的政策思考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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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 merge between sci&tec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akes a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end more on innovation. The evaluation for basic conditions and efforts o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has generated diversified comprehension to national innov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ompetency, knowledge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better explore innovation elements and its environ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novation ecology theory, takes the study related to “co-evolution” among innovators, elements and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a reference, and puts forward a self-organizing understanding framework for n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providing system service and changing driving force, the goal of mature ecosystem can be finally achieved. We integrate this target into evolving factor such as environment, institution, resource, talent and market, and set up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ccordingly. When choosing the specific indicators,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describing the growing of innovation, and its upgrading effect on industry and society. The formation of evaluation theory and system can help to measure innovation ecological maturity of countries, compare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n provide empirical basis for strategic policy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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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创新评价研究评述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技术创新对社会的变革作用不断加深，更多研究开始关注到创新给国家、社会层面带来的发展红利。在新的技术、经济、社会背景下，创新范式也经历了五代理念的发展，向复杂的系统网络模型演进。国家发展创新化和创新研究系统化的走向，使得对国家创新的认知评价在视角选取上更加多元、关联要素更加丰富，反映出的创新状况日趋真实，因而也能为政策制定、评估和调整给予更大的智力支持。我们根据切入视角的不同，将目前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创新评价研究大致分为3类：

   （1）综合能力视角的国家创新评价。1990年Suarez[
]提出“国家创新能力”概念，并主张用一国的专利水平对其进行评价。在创新系统化研究兴起后，能力视角评价开始从创新的要素作用和决定因素出发，通过采集各国在基础设施、投资、研发实力、政策引导、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经济统计数据，描述一国发展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努力程度[
]。

Porter等学者[
]的“国家创新能力指数”（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Index，NICI）提出了国家创新的两大决定性因素：一是共享的创新基础设施，即充分利用资源支持创新的投资和政策环境，包括卓越的人才储备和基础研究、产业技术熟练程度、鼓励创新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选择等。二是导向明确的产业创新集群，企业是创新的传播者和应用者，认为专业化投入、鼓励投资与竞争者分析、创新需求搜索和外部动力决定了从企业集聚向创新集群的质变。以上两方面之间的关联表现为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如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合、风投对创新项目的资助等。关联的质量，决定了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投入创新的动机和效率。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创新联盟记分牌（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IUS）通过为欧盟各国上一年的创新表现赋值综合创新指数，寻找欧盟整体与世界其它主要创新体在创新绩效上的优势或差距。在IUS的2014版报告中，测度以创新驱动（Enablers）、企业行为（Firm activities）和创新输出（Outputs）三大一级指标为引领，共对人力资本、科研体系、资助支持、企业投资、合作创业、知识产权、创新企业和经济效应等8个维度的25个指标进行了采集分析。IUS的特点是对现实变化的灵敏反应，如删减政府创新资助指标，因其对接受机构的效应逐渐显现出不确定性，取而代之的是用户创新和中小企业创新等新兴指标测度。后续数据对比还说明，国家的综合创新指数往往与创新绩效增速呈负相关性分布。

（2）知识经济视角的国家创新评价。知识的生产、流动及其影响力的辐射是创新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并成为引领发展的新模式，也催生了一批从知识经济视角评价国家创新的研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利用年度发布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STI Outlook）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系统测度，涉及到知识投资、人力开发、学习能力和ICT产业等领域的具体指标，为成员国提供了度量产业结构和技术趋势变化的横向标准。经过数年发展，在最新的2014版中，STI outlook加强了对创新政策国际化和国家创新面临挑战的关注，在不同部门的研发投入上也做了精细化的统计分析[
]。  

欧盟理事会的“全球综合创新指数”（Global Summary Innovation Index，GSII）设定了创新驱动、知识创造、扩散、应用和知识产权等5个主要维度，使用12个具体指标对各国的创新绩效进行集群分层。创新驱动关注了高等教育毕业生和研究人员的作用，在最为重要的知识创造和产权维度中，GSII测度了用于研发的公共、商业部门支出和专利数量，并对具有相似绩效属性的国家进行集群分析和组别划分。

由英国Robert Huggins Associates推出的“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World Knowledge Competitiveness Index，WKCI）是对国家创新区域知识经济发展的测度，总体上也能反映一国通过知识生产和转化构建竞争力的状况。WKCI以资本投入、知识生产、经济产出的过程为考量，较有特点的是对知识可持续的关注[
]：教育投入带来面向未来的高质量人才，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是知识高效传播和转化的保证，从长远看它们是知识流动持续创造经济价值的关键。

    （3）竞争力视角的国家创新评价。近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推出的对国家竞争力的解读和评价，都把创新作为其重要的动态要素和实践路径，这集中体现为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在创新的长期塑造下，一国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利用率和高附加值商品数大大增加，技术和知识集约型产业比重也将上升。由于外部视角的观察需要，竞争力评价中定性指标占比偏高，数据则主要来源于全球范围内的高管调查。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将竞争力定义为“一国制度、政策及决定生产力水平因素的组合”，并按来源归纳为要素驱动（体系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效率驱动（健康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效率、科技准备度、市场规模）和创新驱动（企业成熟度、创新）。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推出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超越了对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狭义理解，体系、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市场和企业成熟度用以表示支持创新的因素，用知识技术产出和创造力来测度创新的经济效果。

综上，创新是多层面系统联合演化的过程，不仅仅涉及技术演进，也包括许多其他要素的变革，但是，目前多数对于国家创新的评价研究倾向于运用静态或比较的方法考察一国的技术创新经济绩效，强调获取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和经济增长这3个目标，把投入-产出式的前端投入、商业价值作为评判创新成败的标准。在这一评价体系下，整个国家创新体系被看作一个机械系统而不是具有生命力的、可演化的生态系统，这使得系统运行缺乏灵活性，往往会诱导决策者政绩考核的短期行为而忽视国家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对于国家创新系统演进转型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科技创新与社会系统互动以及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探究开始受到关注，正是基于这种转变，将国家创新能力的评价融入对保证其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考量成为可能。

2 国家创新生态的提出和理解框架

2.1 创新生态研究的引入

生态系统（Ecosystem）的概念来源于生态学，由英国生物学者Tansley在1935年首先提出，意指在特定地点，由生物和与其相关联的物理环境共同组成的社群或集合体。这些联系的集合形成了一个以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为基础的生态网络，维持着各种群的动态平衡，同时在系统的组织、协调过程中建立起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

20世纪90年代，这一“共生演化（Co-evolution）”的思想在产业研究领域获得新生，用来描述商业活动参与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企业视角的创新生态系统吸纳了包括投资、生产、供应、消费、贸易在内的产业链构成组织，并辅以政府、工会、公共服务和标准制订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创新主体在整体利益确认的基础上形成共同体，也促成了共生环境的出现。共生环境是主体间要素条件（技术、资源与聚合式创新结构）创造流动、有机集聚的场所，借助动态变化的环境，这种主体与要素之间的多重互动能够循环往复[
]，最终实现生态上的可持续发展。

在具体组织形态上，Iansiti等[
]认为核心参与者应在生态系统中起到支配作用，以整合上下游业务域的方式促成平台（Platform）战略的实现和发展。平台战略源于异质化的创新参与者形成的多边供需关系[
]，通过对系统环境中离散资源的集成，更多提供补充型产品和服务的主体不断进入[
]，使可供分享的资源、服务趋于多元，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和置换。系统主体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单个主体占据生态系统中的特定位置——生态位（Niche），利用其所处的资源分配、技术流向、政策供给等空间要素特征，优化自身内部属性（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产出能力、目标对象等），以便在适宜自己的生态位上扩大生存空间和影响力[
]。无论是主体对生态位的选择，还是生态位自身的变化均具有联动性[
]，而分属于不同创新群落的异质创新者彼此存在链式效应和反馈机制[
]，某个节点的微观变化会触发其他关联创新者状态和数量的消长，最终影响整体。这种在创新主体与系统环境之间建立适应调控能力的自组织性，是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

2.2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解框架

与强调能力、机制建构不同，生态式的创新管理需要遵循主体和要素演化的自然法则，尊重所有成员基于系统的共同利益，在稳定和变化的动态中维持种群进化和系统发展，因此，我们将系统的主体、要素的状态、性质和演化过程所产生的创新成果及维持其良好创新环境的性能称为生态系统的“服务”[
]，以替代传统的创新“功能”评价。

在系统中，驱动力是变化发生的主要形式，它们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主体行为、系统服务乃至系统目标的达成。直接驱动力代表与创新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因素或过程变化，如科研基础设施状况、要素分配制度、技术应用和转移、教育和培训等，它们对生态系统发展有着指向性影响。间接驱动力包括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它们泛化的特质决定了影响的模糊性，虽无法直接产生影响，但可以通过对一个或多个直接驱动力的影响发挥作用。

无论是系统服务的提供还是驱动力的影响，其最终目标都在于发展一个成熟度高的创新生态系统。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自组织性系统内的变化更加稳定，同时管理系统、预测变化的能力不断提高；二是这种稳定变化状态的可持续性，在面对外部干扰时具有应对系统风险和变异的弹性，能够承受并及时修复各种扰动[
]。具体到系统表现，我们从5个方面评价创新生态系统的成熟程度，即创新环境、创新机构、创新资源、创新人才和创新市场。进一步梳理系统服务、系统驱动力和最终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提出了一个对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解框架（如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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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家创新生态理解框架

3 国家创新生态指标体系构建

3.1 指标设立原则

3.1.1 引领性和普适性相结合
    广义的创新不仅是新技术新生产力的创造应用，还包括“推动现有生产模式改变”一切行为[
]。国家视野下评价创新，既要强调创新的国际引领力，聚焦前瞻性技术和重大科学成果的培育情况，确立比较标杆；又要理清创新和创业、治理结构优化、业态升级之间的关系，思考创新对于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现实意义，顺应新常态下社会对于国家创新战略的期待。两者的综合权衡还表现在总量和人均的关系处理上：总量指标反映了国家创新活动的体量和全球贡献度；人均指标更能反映实际的创新生产力和民众获得度。在以往研究中，单维度创新评价更倾向于总量考察，而综合的竞争力评价更关注人均水平数据。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全面地代表该指标反映的真实情况。

3.1.2 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国家创新生态评价是一个多层次、多目标的复杂议题，单纯的定量或定性指标无法涵盖全面评价的要求，需要统筹考虑。在了解每个创新维度的基础状况时，我们多选择定量指标刻画出大体轮廓；对于某一领域的深度解析，以及体现主体和要素动态演化的关联性问题，则借助转化方法引入一些必需的定性指标，再将其量化为数据值，构成相对平衡的体系以完成复合式测度。定性指标的甄选借鉴了成熟的国家创新评价中的数据和技术方法，保证了结果的权威性和客观性。

3.1.3 前瞻性和现实性 

    创新生态评价首先是现时的系统式监测，评判现有的各种外部条件是否能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支持。为了使评价体系紧跟创新发展趋势，现状描述之外，评价也需要发挥一定的前瞻功能：对新涌现的创新组织形式及时回应，以及对原有评价因子的新变化适时调整。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贡献度不只体现在产业属性和工具属性上，其本身发展衍生出的新形态为传统产业机构的组织模式创新提供了范本；技术发展推动创新资源的换代更新，也催生着具体评价标准的改进，例如，在对网络连接速率要求更高的今天，宽带网络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技术的成熟也让高速率低成本的梦想成为可能，因此用“连接速率”代替“网络接入率”能更真实地反映发达的信息网络对创新的意义。

3.1.4 动态性和静态性  

    在创新生态的理论框架下，整个国家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竞争优势的主体通过向其他参与者学习或参与产业重组后的异质协同[
]，发展自身的核心能力，实现自我增值。这种互补基础上的协作关系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也能使创新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释放和应用。传统研究中，某项指标代表着一国在具体时间点上的创新选择和状态，体现静态特征；然而，通过生态系统固有的反馈功能，创新主体能根据实践效果不断校正、优化环境要素和自身，在长周期内保持创新发展的动态性和延续性。因此，新增加的动态型指标更加注重描述创新群落中新生者的成长、创新对于产业形态和社会生态的改变。

3.2  国家创新生态成熟度解析

3.2.1共生共荣的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是创新主体和非主体要素赖以生存的外部空间，也可理解为与创新相关的自然、社会关系总和。创新环境包罗万象，按照产生影响的范围可分为以下4类：（1）生态环境位于整个圈层环境的最外端，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直接接触、相互作用的场所，通过科技的力量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生态良好和人类健康，人与自然建立共生的和谐关系，这是创新社会价值的体现。（2）人文环境代表创新的第一主体——人的生存条件和综合素养，包括对公民的寿命、教育、收入、消费、文化等生活基础状况的描述，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出一国政府发展人的全面能力的努力。（3）创新政策是对科技、产业等不同领域政策在创新层面的整合[
]，目的是鼓励创造与变化[
]，提升整体竞争力；而政策环境的营造直接影响到创新者的积极性，决定其产生效用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民主、法制和效率程度，以及如何平衡好经济整体绩效与单部门知识技术创新的关系。（4）风险环境是指政治局势、国防安全、经济形势、社会动荡、主权信用等可能引发损失因素的集合，风险环境养成是国家主权行为的结果，评价的则是国家决策层行使主权的能力和履行义务的意愿[
]。

3.2.2 协作互补的创新机构

    创新机构测度的是各组织主体实践创新及其有机协同的情况，尤其是对多元化社会创新组织和融合型创新主体的关注。产业机构是创新活动的首要主体，对其创新测度包括高科技产业基于配套技术形成的创新模式，也包括传统产业融入创新价值链的尝试，考察研发投入和产出创新服务的情况。政府对于国家创新的意义在于导向性的引领作用和政策实际影响力，具体表现为支持创新者和消除创新阻碍，可通过对投入重大研究项目和出台创新优惠政策的观察进行评价。科研和高等教育机构是一国基础研究能力和原始创新力的发祥地，其资源条件和战略地位决定了在国家创新生态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以智库、科技园区和各类创新孵化器为代表的服务机构通过资源整合和供需对接，帮助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移、扩散。各式机构要在生态系统中形成创新合力，机构合作是必然趋势。合作包括机构之间的技术转让、委托研究、项目资助等通量往来，或是由核心企业互通需求、传播知识，激发全产业链的集群创新。政府出于经济统筹需要、主导的“类平台”模式也是重要的组织形式[
]，行政力量的介入协调能够增强合作进入市场的有效性。

3.2.3 平台共享的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为创新提供经济、信息支持和基础设施平台，是创新生态环境中的现实要素基础，也是支撑主体创造性思维和工作、满足快速学习和培养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共分为创新经费、知识基础、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等4个分维度。创新经费的测度分为两部分：一是用于支出的经费，包括统计创新支出（研发投入）在国家各项支出中的比重和人均使用情况；二是利用社会金融工具取得创新经费的便利程度。在复杂的创新网络中，知识基础呈现分布式（Distributed）的结构特点[
]，知识生产以物化或中间投入品的形式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之间发生，形成基于科学的解析型知识（显性为主）和基于工程的综合型知识（隐性为主）[
]，它们为国家创新带来各自不同的影响。交通网络的发达和便捷度彰显着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交往能力，航空具有快速、远距离运输及高效益等特点，不论国家大小，客运吞吐量能真实反映人员流动和机场繁忙的状况；国内公路的质量包括了等级公路的建造、维护和通达情况，代表了下辖各区域间一体化发展的水平。信息网络主要测度国家以信息通信（ICT）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为工具，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创新活力的尝试和效果：首先是政府自身的信息化建设，在线服务的普及将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资源重叠浪费，也是简政放权、让利于民的先导；随着社会发展对基本、优质传输速度的要求，在对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网络速率已取代接入率成为衡量标准；包括B2C模式在内的电子商务是信息技术和商业活动结合的产物，其对传统商业的变革已经超越了供应和交易，创新效应遍及物流、贸易、支付、金融等领域，反哺实体经济的作用巨大。

3.2.4 各尽其材的创新人才
    在创新生态的语境下，所有从事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主体，只要其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客体的发展，就可称之为创新人才。人才是创新最重要的内生动力，也为创新提供了社会意识基础。优化人才培育要按照创新规律，促进人才的多元评价、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营造包容失败、勇于探索的社会文化氛围，也需要建立起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入和激励制度。在人才维度中，我们首先对社会职业构成中研究人员、高技能就业者的比例进行统计，从中可看出一国人力资源的总貌和人才培育的智能转向趋势。对高等、职业、中等3个等级教育的评价采用了不同的介入视角，分别从入学率、比例构成和师生比的比较考察优质人力资源分布以及是否得到了合理配置。创新激情是个人或组织的创新氛围和文化，这种氛围促进了技术创新和个人创业，经过一定周期的积累后反过来影响主体行为，推动组织形态和管理实务创新，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成本降低，水平则不断提高。人才作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发流动在今天已不鲜见，它代表着各国相互依赖渗透的现状，流动是内部“推动型”因素（科研环境不佳、教育和就业机会匮乏等） 和外部“拉动型”因素（更完善的工作和生活待遇、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要想使人才在创新战略中发挥更大功效，须实现重视引进和鼓励输出的“内外循环”。

3.2.5 开放规范的创新市场

    “开放”是指同时面向需求和供给双方，思考创新对企业行为的变革式影响和效果。与以往的“投入观”有别，“需求观”注重多部门协作下行业标准和规则制定、领先市场培育等工作，旨在促进市场吸收，推动来自需求侧的创新[
]。“规范”是在尊重市场精神的基础上，政府和社会为市场发展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发展中的企业都有着扩大业务、扩展用户、完善已有功能和挖掘潜能等需求，而实现这些需求的途径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和管理创新，决定了创新对于企业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风险投资、技术吸收，还是“草根”创业，都是以创新实践企业目标的必由路径。我们测度服务业商标和制造业出口中的创新比例来观察创新企业市场绩效的达成，并使用顶级域名拥有率反映互联网对企业组织、营销模式的嵌入效应。创新作为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国际竞争“新赛场”，需要“游戏规则”——市场机制的完善规范：适合的机制有助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也能保障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实际效果；下属的4个指标分别测度一国市场对创新基本要义（公平、开放、自由）的体现，以及在市场监管、反垄断等领域运用政策工具进行调控的有效性。

3.3 指标体系设计

由于对创新生态成熟度的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且各组成因素之间存在关联度和隶属关系，因此我们选取层次分析法（AHP）对各层级评价要素进行量化比较和指标赋权。建立目标层（A）、准则层（B1-B5）、因子层（C1-C20）和指标层，共设计具体指标55个，由此构建出国家创新生态成熟度评价的层次结构（如表1）。

表1  国家创新生态成熟度评价层级结构

	目标层
	准则层
	因子层
	指标层

	IES   发展成熟 度
 A
	创新环境
B1
	 C1
	政策环境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法律框架内解决纠纷的效率

	
	
	
	
	政府决策透明度

	
	
	 C2
	人文环境
	人类发展指数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

	
	
	
	
	基尼系数

	
	
	
	
	人均读书年本数

	
	
	C3
	生态环境
	环境绩效指数

	
	
	
	
	单位能源消耗创造GDP

	
	
	
	
	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

	
	
	C4
	风险环境
	国防支出占GDP比重

	
	
	
	
	长期主权信用评级

	
	
	
	
	国家风险指数

	
	创
新
机
构
B2
	  C5
	产业机构
	ICT服务出口占服务总出口比重

	
	
	
	
	企业研发投入

	
	
	C6
	政府机构
	企业研发税收补贴率

	
	
	
	
	R&D经费支出中政府资金所占比例

	
	
	C7
	科研机构
	全球前400名大学数量

	
	
	
	
	科研机构质量

	
	
	C8
	服务机构
	全球前150名智库数量

	
	
	
	
	科技园区数量

	
	
	C9
	机构合作
	高校和政府部门研发活动中企业资助比例

	
	
	
	
	集群发展状况

	
	
	
	
	合资/战略联盟协议情况

	
	创
新
资
源
B3
	C10
	创新经费
	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

	
	
	
	
	百万人口知识产权使用费

	
	
	
	
	取得信用贷款的便利度

	
	
	 C11
	  知识基础
	国际科技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

	
	
	
	
	百万人口三方专利数

	
	
	
	
	国际top2000机构知识库数量

	
	
	C12
	交通网络
	国际客运吞吐top100机场数量

	
	
	
	
	公路质量

	
	
	C13
	信息网络
	政府在线服务

	
	
	
	
	网络连接速率

	
	
	
	
	B2C电子商务使用情况

	
	创新人才
B4
	C14
	人才基础状况
	企业全职研究人员比例

	
	
	
	
	每千名就业者中研究人员数

	
	
	
	
	高技能就业者比例

	
	
	C15
	教育与培训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接受职业教育人次占劳动力总数比例

	
	
	
	
	中等教育师生比

	
	
	C16
	创新激情
	信息通信技术在组织模式创新方面的作用

	
	
	
	
	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

	
	
	
	
	国际三方发明专利增长比例

	
	
	C17
	人才流动
	国际交流学生净流入值

	
	
	
	
	大学在校生留学增长率

	
	
	
	
	人才外流状况

	
	创新市场
  B5
	C18
	创新需求
	风险投资成交额

	
	
	
	
	企业层面的技术吸收

	
	
	
	
	创业所需天数

	
	
	C19
	创新绩效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商标申请数占全部服务相关商标申请数比例

	
	
	
	
	每千人拥有国际顶级域名数

	
	
	
	
	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全部制造业出口比例

	
	
	C20
	市场机制
	贸易开放度

	
	
	
	
	反垄断政策有效性

	
	
	
	
	消费者成熟程度

	
	
	
	
	市场监管质量


    以下为层次分析法的具体操作步骤，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以目标层判断矩阵A为例，其余判断仅给出最后的权重结果。

（1）确定各层权重：将处于同一层次指标对于上一层中指标的重要性进行配对比较（如表2）。

表2  B1-B5对于A重要性的配对比较

	A


	B1
	B2
	B3
	B4
	B5

	B1
	1
	2
	2
	1
	2

	B2
	1/2
	1
	1
	1
	2

	B3
	1/2
	1
	1
	1/2
	1/2

	B4
	1
	1
	2
	1
	2

	B5
	1/2
	1/2
	2
	1/2
	1


（2）计算相对权重。解得最大特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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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A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赋权有效。以此类推，可得评价指标的权重如表3所示。

                            表3 准则层和因子层权重
	准则层


	B1  0.276 9
	B2  0.193 5
	B3  0.127 7
	B4  0.255 3
	B5  0.146 6

	因子层
	C1  0.362 0
	C5  0.319 0
	C10  0.364 7
	C14  0.149 7
	C18  0.310 8

	
	C2  0.327 2
	C6  0.137 2
	C11  0.277 1
	C15  0.394 0
	C19  0.195 8

	
	C3  0.163 6
	C7  0.194 0
	C12  0.125 2
	C16  0.259 3
	C20  0.493 4

	
	C4  0.147 8
	C8  0.155 8
	C13  0.233 0
	C17  0.197 0
	

	
	
	C9  0.194 0
	
	
	


4   结语和展望

    生态视角下的国家创新是资本、技术、知识竞相涌流的综合成果，是国家层面的顶层思维和一体设计，在以往的能力研究范畴外，需要进一步考察国家主导下各创新主体及其之间交互联系、动态演化的情况。我们采用融合性的方法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破题：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借鉴生态学原理提出理解框架，明确并详尽刻画了创新生态成熟的具体目标，分解目标形成多层次的评价体系。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选择具体的时间节点，对代表性国家的创新生态发展成熟度进行实证测度，围绕着总体和分项表现，评析各国在创新生态发展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并就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在创新生态建构方面的短板提出战略性政策思考。同时，对于系统互动机理的探索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在包罗万象的系统中，如何强化具体对象的行为诉求与系统服务的匹配度；当系统出现运行不畅时，国家如何运用政策杠杆进行系统调适；如何对系统的创新效率进行体系化的动态评价，并对系统的未来发展作出前瞻性预测。这些也都是未来国家创新生态研究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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